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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社会”来修饰“创新”的用法多出现在商业或技术领域，用以说明创新者创新的
行为动机。证据表明，社会创新背后的动机结合了行为的合理性与创新者的价值观和共同
利益的观念，这已然质疑了“经济人” 模型的合理性。这篇文章将通过回顾企业领导的
陈述声明和具体的实践案例，举例说明社会创新中隐含的社会契约。

创
办澳门利氏学社社刊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强调社会创新是一种在应对当代全球社会
和环境的挑战中愈见流

行的手段。可持续发展和人们安康幸福的潜在威胁已经显著影响了政府间国际组织、政
府、非政府组织、教育机构和企业的政策与行为。气候变化、水和资源的短缺、生态退
化、贫困以及对能源和粮食日益增加的需求危及了人类和动物的生存。而社会创新就是一
种对这些挑战的回应。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探讨当与商业和组织行为相关时，以及在学术评注、从业者评论
和实践案例中用于“创新”时，“社会” 一词到底意味着什么。其探讨的范围必然是有
限的，在此仅重点分析主流观点和社会创新的应用。这篇文章将不涉及以政策为基础，
旨在在社会管理、治理结构、社会包容或更广义的集体赋权中直接带来具体变化的创新。
本文中的社会创新并不是说“通过改善社会关系和赋权过程来培养包容文化和人

类福利……创造更包容的社会”（Jes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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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laert, Hulgård, & Hamdouch, 2013, 见
第16页）。 

“社会”的语义如今已经发展成一个
庞大的词义群簇，可前缀于以促进人类福祉
和保证当代及未来人类的生存环境为目的所
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或将传统功能形式进行再
设计的行为。“社会”不再只是一个名词，
而是一个表示拥护“共同利益”、反对“共

同弊害”的形容词。“共同弊害”可以在不
同方面指代：贫困、侵犯人权；公共和商业
部门的行为不端和流言丑闻；对社会边缘群
体的剥削；种族偏见；歧视和包括贪婪、腐
败、自我陶醉、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在内的
过度享乐主义行为。 

在当代汉语的使用中，“社会”已经
可以作为一系列商业活动的前缀。这些商业
活动原有自身独立的词义，并没有使用修辞
语的必要，比如：社会企业家精神、社会责
任型投资、社会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企
业社会责任、社会市场经济、社会报告、社
会会计、社会媒体、社会金融和社会网络。
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在商业活动中将“社
会”作为前缀都意味着必须以一种创新的方
式来推动并因事制宜地设计该活动，使其符
合特定的商业背景。比如说，社会影响力投
资已经成为了新型风险投资，社会绩效与
经济回报挂勾的新型证券也因此应运而生
（Cohen and Sahlman, 2013）。这里的“社
会绩效”与“绩效”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承
载了价值观念。就像社会创新一样，这个术
语也缺乏一个精确的定义。在风险投资中，
绩效是指财务业绩，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除了财务之外，还有哪些绩效是可能被冠
上“社会”的前缀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
为将上述商业活动“社会化”的“社会”动
机引入更广泛的定义。 

财务绩效指标是任何商业企业的基础，
但管理决策往往是一个不透明的过程，其
中，决策判断的合理性和客观性对利益相关
者来说是模糊的。新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
动机本质上是利己的且理性的：经济绩效指
标和预测可以合理地借鉴市场行为的功利主
义模型。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动机并不

像“经济人”模型所说的那样可以被理性地
解释。哪怕“社会”的属性最终得以定义且
可被直接测量，经济学也只能将其解释为一
个变量。 

就像进化心理学的著作所提醒我们的
那样，我们的大脑并不具备权衡所有可能选
项的能力，相比而言，更擅长于对解决与生
存相关的根本问题作出快速而有益的决定，

比如获取资源、获得社会地位和维持关系
（Barkow, Tooby & Cosmides, 1995; Kluver, 
Frazier & Haidt, 2014）。因此，“启发式
人”所考虑的动机不仅仅是物质性的，而且
将随着个案背景脉络和合作社会体系的改变
而改变（Kluver et al, 2014）。 “启发
式人”也许会对手头任务的信息做出不理性
的评估，或者该任务本身就无法被合理地解
释。Gigerenzer和Brighton（2009）认为“
启发式人”能够通过少量的观察作出快速推
断，并说明偏见有自适应性，有助于降低估
测错误。英国央行经济学家Andy Haldane指
出，现代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多建立在对人
类的知识和认知能力作出严格假设的基础
上。 

“在其极端形式下，理性预期假设信
息采集接近零成本，且代理有足够的
认知能力来根据概率权衡所有可能的
未来结果。那些关于知识和认知情况
的强假定并不总是站在经济学界的中
心。”（Haldane, 2012, 第2页） 

Haldane的陈述追随了亚当史密斯在现
代经济学开端之际于《道德情操论》中所提
出的观点。早在那时，亚当史密斯就已经观
察到，在某种程度上“无形的手”不可能与
对别人命运的关心真正断开联系： 

“无论一个人有多么自私，他的本性
中也毫无疑问地存在某些根本原则：
一个人对改善别人的命运产生兴趣，
将别人的快乐当成是自己的必需，虽
然从中他并不能获得什么，只是看见
它就感到满足。（Smith, 2010, 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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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的的重点在于创造社会价值和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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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亚当史密斯属于 S h a f t e s b u r y , 
Hutcheson和Hume的一派，他们“坚决反
对Hobbes和Mandeville‘放荡’或自私
自利的体系，强调‘社会情感’高于‘
利己情感’”（Martin, 1990, 第115
页）。这些道德哲学家指出，“智人”强
于二十世纪的“经济人”，后者曾被Sen
（1980）辛辣地称为“理性的傻瓜”（见第
362页）。Kluver等人则（2014）认为，即
使是“启发式人”也没有考虑到人的内在动
机。他们追随Émile Durkheim，宣扬描绘个
体需求与欲望双重动机的“双重人”。“双
重人”有更高层次的意义，他／她属于更广
泛的社会且有一种超越小我的责任感：“我
只是全局的一小部分，我跟随公众的行动，
并接受他们带给我的的影响”（Durkheim, 
1887/1992,见第219至220页）。“双重人”
代表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动机和直觉行为，这
种动机和行为也在其他向功利主义叙事发
起挑战的本体论模型中有所体现，如“唯
心论”（Thompson, 2007）、“道德人”
（Columbo, 2009）和“同感人”（Rifkin, 
2009）。 

提及“社会”是试图表明我们高于“
经济人”。对绩效、投资、报告和治理
的运用都是对整合合理性和伦理价值观
的一种尝试。我们将伦理价值观称为“社
会”以认同双重道德动机，它们被Haidt和
Graham（2007）叫做基本原则:（1）伤害/福
利/关怀，以及（2）正义/权利/公平。他们
还认为，社会正义是道德在社会层面的延伸
（见第103页）。如果这个假设被接受，以
下结论就不再前后矛盾：无论是讨论美德还
是社会正义，道德和伦理都是社会动机和“

理性”背后的素理想，这样的社会动机和“
理性”已经“社会化”了企业的某些特定方
面，同时催生了像社会影响力投资一样的投
资行为。 

在企业界，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常被用
来定义特定的可以带来积极的社会和环境影
响，以及/或减少或消除负面的社会和环境影
响的行动。我之前曾说过，可持续发展的语
言依赖于共同的普遍信仰，即人类与环境是
相互联系的，且需要基于社区的日常关怀和
责任担当（Thompson, 2011a）。政府、非政
府组织和企业投资保护水源、森林和生态系
统的项目，最终将之作为一项社会福利。在
某些情况下，可持续发展也许是一个比“社
会”更工具理性的术语，但尽管如此，地球
资源的管理正越来越多地被看作一种社会责
任。 

从事可持续发展工作需要能够调动社会
意识的管理能力，同时重视利益相关者对企
业应该如何为当地带来共同利益所提出的想
法和意见（Thompson, 2011b）。用Howaldt
和Schwarz（2010）的话来说，即“‘社
会’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创新创造及其扩散
过程中的行为实践或人类关系，它在创造
更深层的共同利益方面有着超凡的意义”
（第30页）。 

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前董事总经理Ian 
Davis已经清楚地阐述了这样一种商业与社会
契约的协同作用： 

“在许多情况下，“做生意就是要赚
钱”的观点导致企业对后果闭目不
见，或无视那些往往可预测却不成文
的社会契约中的变化。同样重要的
是，这些后果不只是给企业带来了
风险，还衍生了价值创造的机会。”
（Davis, 2005, 第3页） 

企业领导所发表的和责任、可持续发展
以及“创造共享价值”相关的声明往往只是
拐弯抹角地承认那些隐含的社会契约观点。
通过随机选择，表一列出了一些高级商业领
导表示接受隐含社会契约的公开声明。

检验这些公司是怎样从其高层领导的声
明中将他们所理解的社会契约付诸于实践并
不在这篇文章的讨论范围之内。相反，我的
目的在于观察“社会”的语义和含义是怎样
被引申，以至于覆盖了对直接利益相关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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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Serve和Nespresso就
已经为一个合作咖啡种植计
划在南苏丹投资了260万美
元，首次与15000名农民达
成了十年的咖啡种植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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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并不紧密相关的社会环境”的服务和
责任（Nissan, 2016）。领导们所表达的观
点，以及表一所举例的声明，都更符合“双
重人”而非“经济人”的特征。 

这些声明表明，社会（和环境）的主
题是实质理性（以价值为基础的理性）的信

号，反映了从善尚德的世界观。也就是说，
实质理性承认了伦理规范的存在。马克斯·
韦伯将伦理规范定义为“个体间一种特定类
型的价值理性的信仰，作为这一信仰的后
果，该信仰将一个被称为“美德”的标准成
分强加于人类行为（Weber, 1921/1968, 第

表一：高级商业领导所发布的与隐含社会契约相关的声明

企业名称 发布者及其职位 声明

联合利华 Keith Weed, 全球首席市
场营销及传播官

“要想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尤其是在亚
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新兴经济市场占有一
席之地，企业品牌不应该只关注产品性能和支
付能力这样的传统焦点领域。相反，企业必须
赶紧行动起来，证明其对社会和环境的贡献，
让消费者知道他们可以将这个星球和社区的未
来以及他们自己的底线托付给这些企业。”
（Sustainable Brands，2017）

法国达能集
团

Franck Riboud, 董事会主
席和首席执行官

“我想我的总结只是希望各位能记住达能对所
有利益相关者的承诺。我知道这个说法近来很
流行，但我真的很想告诉大家，达能的承诺绝
不只是流行的说辞。我们为股东努力，我们为
环境、生态系统、消费者，当然还有股东而奋
斗。”（Riboud，2011）

印孚瑟斯 S. Gopalakrishnan，联合
执行主席

“对印孚瑟斯而言，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存在。
它不是生意之外的事，它就是我们生意的一部
分。建立和实行可持续商业模式的紧迫性在印
孚瑟斯永远存在。”（Infosys，2011）

联合利华 Paul Polman，首席执行官 “企业已经表明了它们对巴黎协议和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支持，且已准备就绪。我们将一步一
个脚印地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公平的未来。为
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不去应对贫困、不平等
和气候变化的相关挑战，社会就无法发挥作
用，企业也将无法运作。”（Polman，2016）

日产-雷诺-
三菱汽车

Carlos Ghoshn，董事会主
席和首席执行官

“日产（尼桑）的基本价值观是丰富人们的生
活。当你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生意就不再只是
市场的资本化和利润，还在于为您所生活的社
会环境，甚至是为那些似乎和您的生活并不紧
密相关的社会环境，创造更好的生活质量。”
（Nissan，2016）

百事可乐公
司

Indra Nooyi，首席执行官 “如果你想要的只是把这家公司做稳，获得两
位数的盈利增长，那我不是你要找的人……今
天的公司比许多经济体都要大。我们是小型的
共和国。我们是效率的引擎。如果公司不做[负
责任的]事情，谁还会去做呢？为什么不现在就
开始改变呢？”（Reingold，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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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页）。但把“社会”合并到不同的商业领
域表明实质理性已经和工具理性结合，比如
说现在用于供应链、制造业和企业管理中的
社会影响评价以及其他报告手段。因此，为
了更精确地识别经常使用“社会”作为一种
普遍美德的组织动机和行动，社会科学的研
究工具需要找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
的平衡（Flyvbjerg 2001, 第129至140页; 
Rooney, 2013）。 

欧洲委员会归纳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创新
定义（2013）： 

“开发和实施新的想法（如产品、服
务和模型）以满足社会需求、创造
新的社会关系或合作……社会创新
是无论在其成果上还是在其意义上都
能体现社会性的创新。这些创新不仅
有益于社会，而且提高了个人的行动
能力。”（European Commission, 
2013, 第6页）  

总之，社会创新的的重点在于创造社
会价值和社会变革（Havea & Rubalcaba, 
2016; Adams and Hess, 2010）。通过对172
篇出版物的分析，Havea和Rubalcaba (2016)
认为在通过社会创新创造变革的过程中有两
个‘核心概念元素’：1）社会关系、社会系
统或社会结构的改变，2）这些改变为人类共
同的需求/目标服务或能够解决一个社会相关
的问题”（第1932页）。 

通过欧盟社会企业计划（the EU Social 
Business Initiative）和欧洲社会基金
（the European Social Fund），欧盟针对
贫困和社会排挤问题所出台的意义重大的社
会创新政策也为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项目吸
收了种子资金以应对社会挑战（European 
Commission, 2013, 第30至31页）。慈善

家、政府和政府跨部门组织认可了社会创
新在解决人类和集体社会基本需求上的必要
性和潜力，但受限于资源和技术的短缺，难
以发展社会创新项目。一种观点认为，“纯
粹”的社会创新项目无法在“市场机制”下
得以持续（Borzaga and Bodini, 2014; Pol 
and Ville, 2009）。 

但在多种动机的支撑下，由企业支

持开发的社会创新项目可以为应对全球社
会和生态的挑战带来创新的解决方案。例
如，TechnoServe和Nespresso就已经为一个
合作咖啡种植计划在南苏丹投资了260万美
元，首次与15000名农民达成了十年的咖啡种
植和出口协议（Smith, 2015）。这次社会
创新为农民创造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同时
也创造了在出口前先在当地加工咖啡豆的新
型“湿磨机”。为多达15000名的工人创造社
会变革超出了南苏丹新政府的资源能力，但
以Nespresso的专业知识和目的却可以实现
变革。这是一个“双重人”合作的案例：单
看理性的商业利益，并不太可能促成这项投
资，但冒险涉足一个新咖啡种植区却似乎已
经崭露出社会公益／共同福利的动机。 

营养教育正逐渐被涉足婴幼儿营养的
公司所重视。比如说，达能纽迪希亚已经在
英国与非政府组织的专家合作成立了“早
期营养伙伴组织（Early Years Nutrition 
Partnership）”，为幼儿照料者提供营养教
育。 

在肯尼亚，惠普公司与非政府组织
CHAI和卫生部合作，通过一个婴儿早期诊断
（early infant diagnosis, EID）项目，来
挽救艾滋病婴儿的生命。惠普致力于完善该
婴儿早期诊断项目，优化接触艾滋病毒婴儿
的早期检测和治疗，并统筹组织了一系列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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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亚，惠普公司与非
政府组织CHAI和卫生部合
作，通过一个婴儿早期诊断
（early infant diagnosis, 
EID）项目，来挽救艾滋病

婴儿的生命。

通过创造新的、更负责任的
且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企业可以培育新的商业机
会。‘企业社会创新’可能
是民营企业的一个重要的新
业务领域，同时也可能是一

个创新的核心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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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和机构来共同推动一个“社会创新
项目”（Salim and Ellingstad, 2016）。 

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开
展的一个论坛研究发现，公共和私有的划定
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尤其是对一些全球

领先的企业来说。这些企业不断寻求新的商
业机会，他们相信并意识到气候变化、洁净
水源的供应、流行病和社会需求等全球性挑
战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新市场。通过创造新
的、更负责任的且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企业可以培育新的商业机会。‘企业社会创
新’可能是民营企业的一个重要的新业务领
域，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创新的核心驱动力。
（FORA, 2009, 第11页） 

尽管有企业社会创新的欲望，Havea 和
Rubalcaba（2016，第1933页）就如何表达对
社会创新的需求提出了疑问，因为其不可能
产生明确的“市场信号”。他们认为：“明
确的‘社会创新政策’将有助于推动地方共
同社会创新规模的扩大，在当地营造出创新
的氛围”（第1933页）。在澳大利亚相对弱

势的地区，基于社区的社会企业是增长最快
的商业领域，其在实现社会创新的过程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Adams & Hess, 2010, 第
147页）。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确定政
策举措可以在什么程度上预示着市场机会，
是否政府的资助行为（如欧盟的各种项目援
助）掩盖了“市场信号”。 

当一个主流创新得以应用并创造社会效
益时，社会创新就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最
近的一个例子是无人机的发明。无人机最初
是一种以军事用途为目的而开发的无人驾驶
飞行器，现在，多种多样的组合使用方式使
得无人机在生命救助和作为传染病区护士助
理的应用成为了可能（Moran，2016，第73
页）。无人机象征着为社会带来积极溢出效
应的创新。 

这篇对社会创新概念的简短概述表明，
一种对社会更广泛更深入的理解已经存在于
我们的生活之中。它渗入那些超越“经济
人”功利主义理性的动机，同时突出了商业
和非商业从事者寻求相互合作、为共同利益
而创新的另一套心理激励法和社会驱动力。
下一步的研究必须更准确地判断企业参与到
区别于其业务功能中常态商业创新的“社
会”创新中的原因。但本文所提出的有限证
据表明参与社会创新的动机确实存在。虽然
这些动机可能是多种动机相混的综合体现，
但证据显示社会创新为民间社会及其代表机
构从事和支持新兴的小型社会企业和大型的
跨国企业提供了实现社会变革的新途径。

社会创新为民间社会及其代
表机构从事和支持新兴的小
型社会企业和大型的跨国企
业提供了实现社会变革的新

途径。

Society 社会

盛迈堂，GoodBrand主席，加拿大维多利亚大
学Gustavson商学院兼职教授，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管理实践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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